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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元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及其影响∗

王 新 梅

摘　 要：宋代禅宗僧侣是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最主要传递者，中日两国也由此形成以禅僧交往为主要特色的文化

交流形式。 元代在此基础上更是向前发展，日僧为习禅访道、巡礼佛迹而纷纷渡海入华，期间受元代文风影响，习
禅之余，诗文撰述渐成风气，侧面反映了当时禅僧价值取向的转型。 与此同时，江南禅僧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

体，日僧在与他们实际接触后，彼此间具有典型意味的禅法授受和文事活动，浓缩并反映了彼时两国文化交流繁盛

的景象，也为构建东亚世界文化共通心理提供了彼此认同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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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时期，以僧人交往为核心的文化交流，成为

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也非常重视。①

不过目前的研究多从入华或赴日僧人的角度展开，
忽略了对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中

国禅宗僧侣的考察。 本文拟选取在宋元时期颇具影

响力的江南禅僧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中日文化

交流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及影响，以期丰富该领域的

研究。 疏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宋元时期中日禅僧频繁来往概况及原因

据榎本渉估计，借助宋元时期公私史料所载内

容，中日之间渡海交流的僧侣有五百人之多。 南宋、
元代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僧侣，见诸传记者就有 １０７
人。②有名可查者更多，仅南宋时期来华日僧就多达

１４９ 人。③元初对日征战稍有平息，即便幕府方面仍

采取严峻的临战体制，也没有阻碍民间贸易的热情，
寻求民间贸易的元朝商船开往日本者逐渐增多，元
朝方面也选择适度放开日本商船来华贸易的限制。
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
之”④。 至元十六年，四艘日本商船到达庆元，获准

贸易。 藤家礼之助提到，在元朝，相比于日本官派的

天龙寺船和隋唐时期有限的官方遣使行为，日本来

华更多的是每年频繁往来的私人商船，“特别是进

入十四世纪，呈现出比唐代和宋代更为活跃的盛

况”⑤。 木宫泰彦也认为，“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

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经
他统计的入元僧多达二百二十余人，如果加上无名

日僧，实际人数可能远超此数。⑥

日僧来华学禅者渐多，推动了中国僧人东渡日

本传播禅法。 南宋晚期，陆续就有禅僧携其弟子东

渡日本传播禅法，颇具影响者如无学祖元、兰溪道

隆、兀庵普宁等人。 江静在其《赴日宋僧无学祖元

研究》一书中全面论述了无学祖元在日本禅宗史上

的影响，以及他在五山文学史上的地位。 兰溪道隆

于 １２４６ 年赴日，在日创立大觉派，有法嗣 ２４ 人，元
僧一山一宁评价他为“此土禅宗之初祖”⑦。 兀庵

普宁于 １２６０ 年赴日，创兀庵派，亦称宗觉派，北条时

赖称其“实为我海东禅宗鼎盛权舆也”⑧。
宋元时期，江南地区寺院广布，人才聚集，知名

禅僧各据寺院进行禅法教学， 形成以五山十刹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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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宗派教学与禅法传播的基地，吸引了大量日僧

渡海而来。 入元僧的传记较多地记载了他们渡海而

来的行程与内容，其中不乏多次入元之人。 日僧嵩

山居 中 曾 分 别 两 次 入 元， 第 一 次 在 至 大 二 年

（１３０９），参访东岩净日于宁波天童寺，“呈以数偈”，
不久便“附舶锦旋”；第二次则在延祐五年（１３１８），
停留五年时间，行脚范围“遍历二浙，以夙志谒古林

茂（古林青茂）于永福（饶州永福寺），寻到太白访云

外岫（云外云岫），特遭称赏，后在蒋山昙芳忠（昙芳

守忠）众里分座，解职之后，遍谒灵石芝 （灵石如

芝）、元叟端（元叟行端）、竺元道（竺元妙道）、东屿

海（东屿德海）、中峰本（中峰明本），凡于诸老门，从
容酬酢，偈句琅然，至今脍炙人口。 英宗至治三年

（１３２３）癸亥秋（师岁四十七），卷裓回乡”。⑨其他入

元僧如寒岩义尹、直翁智侃、无我省吾等人都曾两次

入元参禅修学，侧面反映了日元之间便利的海上交

通与僧人往来的频繁。
南宋至元期间，高僧渡海赴日传播禅法者多达

１１ 人，并有法脉流传，在抬升日本本土禅法水准的

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禅法及宋元文化在日的传播，令
日本国内禅法水准逐渐赶上宋元本土禅道。⑩日本

方面评价这十余位赴日高僧：“东渡宗师十有余人，
皆是法中狮也。”受到这股渡海传法的影响，一大

批日本僧人不畏鲸波，纷纷前往江南参学，掀起日僧

渡海求法高潮。
宋元时期，日僧来华人数逐渐增多，原因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日、元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官方沟通渠

道，日本想要获取元朝情报，就需借助入元日商或者

僧人之手。 在忽必烈两次对日征伐失利及沿海倭寇

日益猖獗的背景下，元朝采取有别于南宋优待日商

的贸易政策，刻意防范日本商船，致使日人获取情报

的空间趋于紧张。 元朝捕获日本间谍在史书中也有

记载。 至元十九年九月庚申，“福建宣慰司获倭国

谍者”，又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
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直到大德三年（１２９９）三月，元成

宗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才有所好转。 成宗派遣

普陀寺住持一山一宁随商船往使日本，一宁获得幕

府执权北条贞时信任和皈依，受其迎请住持建长寺，
对禅宗在日本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宁学识优

赡，禅学精深，诗文技艺，造诣高深，为日本培育了大

批优秀僧材，对日本室町时期的五山文学颇具影响。

其次，宋元时期，禅宗受到日本社会的欢迎，致
使来华学禅日僧增多。 禅宗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原

因，与日本政局变化关系密切。 武士阶层在镰仓时

代兴起后，需要在传统贵族文化之外，发展出反映武

士和平民思想的新文化。 东传扶桑的禅宗，符合武

士阶层和平民阶层的需要，从而得到武士阶层的大

力推崇。 宣扬“兴禅护国”的禅宗派作为镰仓幕府

的亲己势力，有别于拥护天皇朝廷的旧佛教，因而被

幕府看作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支持力量，故此日本

禅宗也有所谓“武家禅”之说。 禅宗那种简便易

行、不需读经的修行方式，以及宣扬朴素寡欲、重视

严正清规的丛林宗旨，满足了忠义尚礼但文化素养

不高的武士阶层的精神需要。 在武士兴禅及中日两

国禅僧的共同推动下，幕府治下的日本社会呈现出

一派禅风盎然的景象。 日本社会各阶层出于对来自

中原王朝的信息情报及佛教文化的需要，成为日僧

群体来华的主要驱动力量。 与日僧接触较多的江南

僧人，不但向日僧传授禅法，还在彼此的文化往来中

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元代文物制度对外传播及与日

本外事活动的主要载体。
最后，日本方面非常关心中原王朝的政治动向，

尤其在经历元军于永文十一年（１２７４）、弘安四年

（１２８１）两次袭击日本的事件之后，日本本土国家意

识明显提高。 日本佛教界的历史意识随之发展起

来，探索自己独自发展道路的意识逐渐占据本国思

想界的舞台。在此背景下，凡是来自宋元王朝的思

想和人员动态，就一直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 元代

禅僧之所以受到日本朝野的关注，与日本这种国家

意识的抬头密切相关。 往来于日本与元朝之间的僧

人不断带来元朝方面的信息，这在两国官方隔绝期

间显得尤为重要。 日、元两国僧人充当了信息往来

的重要载体。
严绍璗研究 １３ 世纪至 １６ 世纪汉籍东传日本的

轨迹和形式时也指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主要载

体是禅宗僧侣。禅僧中许多人具备宋元禅宗法脉

传人的身份，经由他们渡海传法，赋予日本禅宗以正

统、合法、合理的法脉支撑，同时联系起中日禅林彼

此之间一般的、具有内在认同意味的禅文化心理。
正因为日本禅道水准经上述僧人的努力得以抬升，
所以才有元中后期入元的大智和尚，在元游历十余

年，遍礼佛教胜迹和诸山高僧，自我感慨“中华虽

阔，而不见一个耸出于格外者，不如省莹翁（莹山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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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于海东也。”便卷衣催归矣。大智这种观念的

产生应与日本本土意识的抬头有关，也与前文提到

的江南高僧东渡日本进而提升了日本本土禅道水准

的历史背景相符。

二、宋元时期中日僧人交流的主要内容

宋元之际，得自元世祖忽必烈的宗教保护政策，
江南佛教并没有过多地受到战火冲击。 至元十三年

二月，为安抚江南，忽必烈特地下诏，“名山大川，寺
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 江南释教

总统杨琏真迦等人对佛教刻意扶持，寺院和佛事活

动兴盛，特别是作为佛教发达区域的江南一带更是

呈现活跃势头，这为中日僧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合

适的环境基础，中日僧人交流的主要内容，可以从禅

法授受和诗文影响两方面分析。
１．江南禅僧与入华僧人的禅法授受

晚明钱谦益言及元代江南禅宗之盛时提到：
“禅门五灯，自有宋南渡已后，石门、妙喜至高峰、断
崖、中峰为一盛。 由元以迄明初，元叟寂照、笑隐至

楚石、蒲庵、季潭为再盛，二百年来，传灯寂蔑。”江

南高僧及其弟子长期担任江南名刹住持，利用宗派

及地缘优势，交际广泛，社会影响显著。 考察入元僧

在华行迹，江南各大寺院为其必访之地，江南各大禅

僧是他们拜访的主要对象。 江南禅僧与入元僧的接

触，以及由此展开的禅法授受关系，是反映中日僧人

交往过程中以江南禅僧作为主导角色的关键。
宋元时期，日僧遍谒江南禅宗高僧的记载相当

普遍。 兰溪道隆的日僧弟子直翁智侃，“初参建长

兰溪隆禅师，隆一见而器之。 侍于左右，且有年矣。
俄有南询之志，乃礼辞而入宋国焉。 遍参诸老，乃知

法无异味，归来再侍兰溪于建长寺”。 约翁德俭，
“又入宋地，周游吴越，一时名宿，多所亲附”。 白云

慧晓，“文永三年（１２６６）入宋，遍历二浙丛林”。 入

元后，日僧往来江南更为频繁。 玉山玄提，“将与湛

然师，为死生道伴，游方大元国”。 可庵圆慧，“永仁

四年丙申（１２９６）年二十八，南游元国江浙之间。 凡

当时称具大眼目者，历叩其室，以印其所得”。 到了

元中期，日本当“时，本邦衲子，争先入元土，参知识

决大事”。 江南禅宗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这种

渡海来华，遍历两浙丛林，咨叩禅林老宿，谋求印可

的做法，成为这一时期日僧渡海求学的主要内容。
江南高僧中峰明本作为隐遁清修禅风的倡导

者，他长期居住的杭州天目山成为入元僧造访的中

心。 木宫泰彦提到明本对入元僧的影响：“在元朝，
禅的中心与其说是在以径山为首的禅院五山各寺

院，毋宁说好像已移到杭州路（即宋临安府）的天目

山了。 所以入元僧中就有不少在天目山挂锡的。”

入元僧极力推崇明本，“惟师道化之无方兮，殊邦异

域咸仰其光”，足见明本在入元僧心中的地位。 明

本那些真正列入门墙的日僧法嗣，如远溪祖雄、无隐

元晦、义南菩萨、名叟齐哲、复庵宗己、业海本净、古
先印元等辈，承嗣明本禅法，在日本获得极高声望，
一些人还在回国后创立了禅法流派，如古先印元的

“古先派”就是代表。 明本这些日本弟子因为有着

共同的禅法源头，后人将他们一起归入“幻住派”一
脉，影响至今。 远溪祖雄是最早承嗣明本的入元僧。
由于他的影响，上天目山成为入元求法日僧的首选，
天目山的地位一度超越了江南五山十刹。 祖雄在明

本座下十年，尽得禅门正传。 延祐三年（１３１６），祖
雄返回日本前夕，明本付以自赞顶相，以示传法之印

可。 回国后，祖雄潜居隐修十余年，四方禅人闻名而

至，渐成一大丛林，即高源寺。明本这些日僧法嗣，
实际衬托出日元两国在没有官方正式往来的时期，
江南禅僧在东亚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主体作用。

入元僧参访五山十刹等官寺，同样获得了江南

高僧的指授，其中的佼佼者还在回国后获得较高的

声望和地位。 日僧寂室元光入元后，“直登天目山，
谒中峰本和尚，寻访元叟端、古林茂、清拙澄、灵石

芝、绝学诚、无见覩、断崖义等诸尊宿，悉蒙奖识”。
可翁宗然与元光的参访情况类似，也是在“入元首

参中峰本于天目”后，“次谒绝学诚、元叟端、古林

茂、无见覩、断崖义等诸尊宿，所得愈深”，在元停留

十年之久，“及还本国，出世筑之崇福”，“道香发越，
云衲尘至”。嵩山居中的传记也明确提到参访江南

禅林老宿之事，“遍谒灵石芝、元叟端、竺元道、东屿

海、中峰本，凡于诸老门，从容酬酢，偈句琅然，至今

脍炙人口”。 入元僧的禅道、诗文水准已然能与江

南佛教文化主流合辙。
２．江南禅僧与入华僧人的文事活动

日僧在江南游历时，把奔走于江南各大禅僧门

下、获得法语、短偈及诗文题跋视为风尚。 相当一部

分日僧来华似乎并不单纯为了参学禅法，而是将提

升诗文技艺、巡礼佛迹视为入元目的，以至于有识之

日僧虎关师炼批评道：“近时此方庸缁，燥然例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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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遗我国之耻也。”杭州净慈寺住持道联的说

法，委婉之中更能说明问题，“独与日本禅者游，观
其气质多不凡，苟能尽心力于吾宗之妙，皆可跻圣阶

而扬神化。 第惜其务外学、尚吟哦，于别传直指之说

若不经意，故其返父母之邦，得座披衣，当机对镜，笼
统颟顸，而抽丁拔楔、解粘去缚之谈，蔑闻于中

国”。似乎反映了一些入华僧人禅学水准不佳却汲

汲于博取个人声名的情况。 木宫泰彦分析众多入元

僧时也提到，“入元僧之数虽多，大概多属凡情，而
非俊杰之士”，所以有很多入元僧归国后“亦多殁世

而不显其名”者。相比于基数庞大的入元僧，能够

青史留名者相当稀少。 如此一来，分属“凡情”的日

僧将参学禅法置换成诗文技艺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前文提到众多赴日僧人在日传播禅法，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日本国内的禅学水平。 一

部分日僧在入华之前，其禅学水准已不亚于宋元本

土僧人，他们入华主要是向江南高僧印证自身禅学

境界。 南宋禅僧兰溪道隆赴日传播禅法，一改向日

僧传播禅法时的语言困扰，直接以汉语进行禅的修

行实践，对日僧获得中国式的修行实践意义深远。
同时，元朝政治人物对日传播中国文化也不容忽视。
元成宗于大德三年派遣临济宗禅僧一山一宁作为僧

使前往日本，受到日本皇家、幕府及僧俗大众的崇

礼。 一宁渊博的学识和关于南宋文化成就的介绍，
引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风潮。经由汉语禅法和

汉文书写的前期训练，一些入元僧在元参访自然更

为顺畅。 但是元中后期数十年间日本本土僧人重视

诗文技艺的学习已然成风，禅法修学盛极而衰，时人

甚至有“佛者之盛，莫盛于元，道则微矣”的感慨。
日僧裔翔就曾感慨入元僧“以文为本，学道次之”

的修学风气。 入元僧舍本逐末的旨趣转移，或与当

时禅林风气的影响有关。
从存世的中日僧传史料来看，元中期以后，随着

入元僧数量的增多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江南禅僧与

日僧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 存世的元代诗文史料清

楚地展示了江南僧人与入元僧多样化的文事活动。
以元中后期江南著名高僧楚石梵琦为例，从宋濂为

他撰写的塔铭可知，梵琦与日僧交往最为密切，留有

丰富的文字材料。 青年时期的梵琦曾担任径山首座

一职，凡来参叩之禅僧，住持行端多命其予以堪辨。
像参访于行端门下的嵩山居中、可翁宗然等辈，在径

山时便与梵琦熟识，梵琦由此建立与入元求法日僧

长期的友好关系。 宋濂为梵琦所作塔铭也提到，梵
琦后来担任住持，“内而燕、齐、秦、楚，外而日本、高
句丽咨决心要，奔走座下，得师片言，装潢袭藏，不翅

拱璧”。 来自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入华僧人，奔走于

梵琦座下，以获得片言只字为荣。 梵琦语录及相关

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粗略统计，《楚石禅师语录》
及流播于日本、标明是梵琦写给日僧的诗文偈语多

达三十余篇。木宫泰彦其著作中单列《入元僧一览

表》，提供了十余位与梵琦接触的僧人，像椿庭海

寿、绝海中津、寂室元光、无梦一清、东林友丘、无文

元选、性海零见、古剑妙快、大悦妙积、约庵德久、无
我省吾、信中自敬、日岩光、寰中元志等人，都曾往来

于梵琦门下，多有诗文方面的酬酢之举。

分析梵琦写给三十多位日僧的诗文偈语，存在

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些在元日僧的身份以首座、藏
主和侍者三类为最多。 三类职事在元代禅林的地位

清要，与寺院住持关系密切，非深契禅法者不能为

之，三类僧职无不要求承担者具备高妙的禅道修为

和文化修养。 这里由日僧担任，说明两点：一是日僧

禅道精深，所学所悟为江南禅林所认可，授以首座、
藏主、侍者等职位正是对他们修学水平的肯定；二是

日僧在禅法之外，诗文技艺也很高超，既然能获得文

采出众的高僧梵琦赠诗撰文，可知彼此交流不存在

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
通过分析与梵琦交往的日僧可知，这一时期的

入元僧已然融入江南禅林的文化肌体，彼此以极深

的汉文化精髓进行交流，表明彼时入元僧的汉文修

养与禅学水平之高以及两国禅林文化交流之密切。
元后期确实是中外佛教交流异常活跃的时期，入元

日僧渡海入华后，与江南禅僧诗文相尚，普遍获得宋

元醇正文风的熏陶。 这些僧人归国后，反哺本国文

化，在日本形成颇具特色的五山文学传统。 评价当

时日本文笔僧或学问僧文风是否雅正的标准，正是

看其作品与宋元文风能否合辙。 日本文笔僧如能获

得深孚众望的江南禅师的肯定，必然增重其人在教

界的地位。 这一风气在元朝中后期越发普遍，大量

入元僧参禅访道之余，与江南禅僧之间的诗文酬唱

成为二者交往的主要内容。

三、中日禅僧交流的影响

宋元时期江南禅僧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参

与者，在早期主要表现为赋予日本本土禅道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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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后期江南禅僧在保持中国禅道根源性地位的同

时，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具体的禅法教学和文事活

动。 日本曹洞宗出身的近代学者忽滑谷快天，从禅

的纯粹性和日本本土立场这两个角度看待元朝江南

禅道，视之为“禅道衰落时代”，固然抓住了江南佛

教俗信化的历史趋势，但实际上他没有留意到江南

禅僧在主体价值方面的维持与转移。这种转移并

没有降低江南禅僧的主体性作用。 他们仍然受到日

僧的推崇，是日本当时本土禅宗价值的评判者和话

语权的掌控者，依然对日本的知识传播产生影响。
入元僧传记及其诗文集以相当长的篇幅记载他

们游历寺院、参访名师及与元僧往来等内容，其中强

调江南禅僧和文章巨公们对他们的评价之处比比皆

是。 这样做有其实际效用，入元僧中的佼佼者不仅

可以凭借他们在元时期丰富的阅历有效提升个人声

望，还能充分证明自身从元朝禅僧处所得禅法的正

宗，奠定所处法脉的合法性，从而有效扩大自身在日

本本土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禅师的

存在是入元僧自身禅法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
江南禅僧之于日本的价值还可以从其他现实层

面予以呈现。 元末奉化人古鼎祖铭，幼年颖悟，“学
通左氏书，而尤嗜佛典”，后为元叟行端门下弟子，
５４ 岁时住持昌国隆教寺。 至元六年，迁普陀，“日本

商航，数奉国命，盛赉金币来聘，师每避去”。与祖

铭情形类似的是庆元路（今宁波）慈溪人无梦昙噩，
因其有“仪观伟而重，戒行严而洁，文章简而古，禅
海尊宿今一人”之称，致使“日本国王虽僻在东夷，
亦慕师道行，屡发疏迎致之。 师坚不往，王与左右

谋，欲劫以归，浙东宣慰使完者都藏之获免。 自时厥

后，凡遇师手迹必重购之而去，且诧其能放异光

云”。像昙噩这种被日本方面屡次迎请而不得，无
奈之下要进行密谋劫持的情形，也正是在双方频繁

交流、熟悉彼此的背景下才有可能。
由于佛教在文化交流和政治斡旋当中的突出作

用，东亚各国对僧人参与外交活动大多持支持或欢

迎的态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借助佛教进行柔性外交

的政治传统，僧人也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扮演了特殊

角色。 韩昇分析传统东亚国家利用佛教作为打开交

往局面、完成特殊使命、增进友好关系的柔性外交手

段，往往用于谋求外交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方

法。元朝派遣僧人作为使节访日的“佛教外交”做
法，一度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沿用。 明朝立国之初，朱

元璋派遣使臣向周边国家宣布新朝建立，对没有正

式建交的国家，多是选派僧人（以禅僧为主）作为

使者。
朱元璋遣使日本，最初选派的是世俗官员，但因

收效不佳，后改为僧使。 如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三月，
赵秩、朱本、杨载等人奉命出使日本。 次年十月，怀
良亲王遣使臣僧祖奉表来贡。 明朝方面为表示亲

善，于洪武五年五月，派遣僧人仲猷祖阐、无逸克勤

等，送使者回国，达成了良好的外交目的。 其中，祖
阐是径山住持元叟行端的嗣法弟子，一跃成为江南

禅林瞩目的僧人。 祖阐为金华兰溪人，生卒年不详，
别号归庵，是楚石梵琦的法弟，赴日之前曾为明州天

宁寺住持。 祖阐与克勤二人东渡不仅有特殊的时代

背景和政治使命，还成功地与日本禅林进行了深度

的文化交流，诸如与日本文笔僧梦窗一脉春屋妙葩、
妙葩弟子周允、日僧希杲、心翁中树、建长寺诸僧都

有诗文唱和。 此外，与积极主张与明朝建交往来的

幕府武将斯波义将也有翰墨之交。明初对日交涉

过程中，除了倭寇问题，彼此之间以僧人为载体，抱
持多种目的而进行的往来，构成东亚国际互动的重

要内容。 由僧人所代表的佛教外交及其扮演的角色

确实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
总之，笔者选取宋元时期江南禅僧与入华日僧

交往史实的目的，在于考察以江南禅僧为主要载体

的中日僧人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形与实际影响。 宋元

时期日僧纷纷来华，正是江南禅林禅学发达、文化兴

盛并对周边东亚国家形成强大文化辐射力的典型体

现。 日僧来华交往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如果单纯从

禅法传播的角度入手，并不能深入了解日僧来华旨

趣转移下丰富的文化内涵。 正如宋濂评价入华日僧

的汉文修养时所说，日僧“出史入经，旁及诸子百

家，固已嘉其博赡。 至于遣辞，又能舒徐而弗迫，丰
腴而近雅，而益叹其贤”，之所以日僧能有这样高妙

的文字技巧，源于“来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巨公悉

趣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规矩准绳而能使文字从职

无难也”。从宋濂所说和江南禅僧与入华僧人的交

际情况可知，有相当数量的入华僧人长期行走于江

南禅寺与文章巨公门下，以禅学修养及文章技艺赢

得尊重。 入华僧人汉文学修养的提升和日本社会热

爱诗文风气的绵延不绝，无不得益于中日自宋至明

长达二百余年的互动与交际，中日禅僧作为文化传

播的载体功莫大焉。 甚至可以说，江南禅僧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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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化的基础性元素之一，融入宋元时期中国

形象的生产与传播，构建了一整套多元而有序的对

外文化实践的中华禅文化格局，或能为现代中国增

强文化自信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为反映

传统文化精髓、阐释中国文化内涵、谋求中华文化的

内在超越与创新，提供有益思路和探索路径。

注释

①学界围绕元至明初中日之间文化交往的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如日本学者野口善敬《元代禅宗史研究》（禅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５ 年版）
提供了内容翔实的来华日僧与赴日宋、元僧人的基础资料，颇具参考

价值；俞慰慈《五山文學の研究》 （汲古书院 ２００４ 年版）就元明时期

的留学日僧与来日诗僧群体进行了详细罗列，展现了当时中日僧侣

间的频繁交往；榎本渉《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 （勉诚出

版 ２０１３ 年）以表格形式将入华日僧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榎本氏另

有一文《入元日本僧椿庭海壽と元末明初の日中交流：新出僧傳の
紹介を兼ねて》（《東洋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 国内学者如陈小法、江静

《径山文化与中日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较为系统地考

察了隋唐以来以杭州径山为中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其中僧人作为两

国交流主要载体的文化作用在书中得以深刻体现。 江静《赴日宋僧

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将入日宋僧无学祖元进行

了专题研究。 牛建强《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

绝海中津为例》（《西南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指出明朝洪武初

年围绕倭寇问题展开的中日关系之外，自宋元以来的以禅僧为核心

的中日文化交流仍在继续。 综合上述论著，学界关于江南僧人在中

日文化交往的主体性论述仍显不足，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②⑨
榎本涉：《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勉诚出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２５、４３６、８４、８６、９４、１０４、４２５ 页。 ③王勇、郭万平等：《南宋临安对

外交流》，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６ 页。 ④宋濂等：《元

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年，第 ４６２８、２４５、３３７３、１７９ 页。 ⑤藤家礼之助：

《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４９ 页。 ⑥木宫

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
３９４、４６５ 页。 ⑦了真等编：《一山国师语录》卷下，《大日本佛教全

书》第 ９５ 册，佛书刊行会，１９１２ 年，第 ４５６ 页。 ⑧上村观光编：《五山

文学全集》第 ２ 卷，思文阁，１９７３ 年，第 ９３３ 页。 ⑩江静：《赴日宋僧

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９ 页。 师蛮：《本朝

高僧传》，《大日本佛教全书》１０２ 册，第 ３５４、４２６、３７７ 页。 木

宫泰彦：《中日佛教交通史》，华宇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５０、２９０、２６２
页。 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３ 页。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
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６ 页。 性潡：《续扶桑禅林僧宝传》，
《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１０９ 册，第 ３２７ 页。 转引自张宏生主编：《宋
元文学与宗教》，“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术丛书”，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３ 页。 转引自姚诚、沈国权编著：《浙江与日本》，
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７ 页。 纪华传：《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

元代禅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１６ 页。 忽滑谷快

天著，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６５９ 页。 宋奎光辑：《径山志》卷六《古鼎铭禅师塔铭》，径山禅寺

刊印，２０１６ 年，第 ９ 页。 伊藤松：《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４３ 页。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５２ 页。 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 ７·明卷

上》，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８４１ 页。 释竺仙：《竺仙和尚语

录》卷下之上附《问答》，《大正藏》第八十续诸宗部，新文丰出版公

司，１９７５ 年，第 ４２４ 页。 宋濂著，黄灵庚点校：《宋濂全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７６６、１１１６、９５６ 页。 陈小法、江静：《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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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及其影响


